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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叶健

令人费解的“产权转让”

———山西平鲁一价值数亿元企业以一万元卖给个人引发争议

这是发生在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一桩令
人费解的事：一家被视为拥有巨额市场价值的
集体企业莫名其妙“被国有”，然后又以“

1

万
元”的价格被私人竞买者拿下。而更让人匪夷
所思的是，在该企业挂牌出售

1

个半月前，转让
结果的文件已经出笼，且文件中所述的内容与
最终的转让情况几乎完全一致。

法人代表不知情集体企业“被国有”

在朔州市平鲁区白堂乡，有一片方圆近
10

公里的矿区。 这片矿区原本由
3

个同属集体性
质的煤矿组成，两边较大的矿，分别叫白堂煤
矿和潘家窑煤矿，中间的叫东梁煤矿。

根据朔州市政府的要求，早在
1995

年潘家
窑煤矿就对另两家煤矿实施兼并，并于次年注
册成立了“潘家窑联营煤矿”（以下简称“潘联
矿”），企业性质仍为集体。原来三个矿的采矿
许可证全部注销，并给新成立的潘联矿换发了
统一的采矿许可证。

潘联矿成立后，在原东梁煤矿矿址上设立
了内部分支机构潘联矿

2

号井， 潘联矿法定代
表人徐步升委派时任潘联矿副矿长徐海福为
负责人。徐步升承认，由于当时潘联矿只有一
个采矿许可证，按规定只能开一个井，为了让

2

号井能够独立生产以扩大潘联矿产量， 想以
“托管” 的名义打政策擦边球再申请一个许可
证。

2000

年
8

月，潘联矿指派徐海福出面签订了
2

号井的托管协议。

然而，由于这种“托管”违背了当时国家
“关小并大”“一证一坑” 的政策，

2

号井并没有
取得单独的采矿证，

2002

年
5

月即被工商部门
注销了营业执照。

随后， 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2002

年
11

月，平鲁区财政局居然为早已经不
存在的“东梁煤矿”颁发了《企业国有资产产
权登记证》， 不仅突然冒出一个新“东梁煤
矿”，而且企业性质成了“国有”。两个月后，

平鲁区政府才注册了平鲁区“东梁煤矿”，这
个矿实际上是以被注销的

2

号井资产设立
的，因为

2

号井虽被注销，徐海福却一直在非
法经营。

而作为潘联矿的法定代表人，徐步升一开
始居然对

2

号井的企业性质发生变更一无所
知，直到

2006

年才知道
2

号井“被国有”了。

“‘东梁煤矿’早就注销不存在了，平鲁区
财政局所谓的‘东梁煤矿’不知道从何而来？将
明显的‘集体’性质的企业改为‘国有’，到底有
什么用意？”一位知情人提出质疑。

煤矿价值数亿转让价格一万
2008

年
3

月
4

日，平鲁区经贸局将“东梁煤矿”

的产权转让给了徐海福个人，价格是
1

万元。转让
后，徐海福将煤矿名称变更为“山西朔州泰安煤业
有限公司”。这次转让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平鲁区政府的一份文件对“

1

万元是怎么
来的”作了解释：经评估，“东梁煤矿”总资产
32107314.9

元，总负债
32097653.64

元，净资产
9661.26

元。

那么，东梁煤矿到底值多少钱呢？记者为此
专门采访了相关专业评估人士，他们认为煤矿价
值主要取决于煤炭储量。而“东梁煤矿”的煤炭储
量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了两个大相径庭的版本：

来自山西省煤炭资源管理委员会等多个部门
1988

年的数份文件显示，“东梁煤矿”年生产能力
21

万吨， 煤炭储量为
1511

万吨； 而“东梁煤矿”

2007

年底作出的改制方案中称，煤矿年生产能力
21

万吨，储量
229

万吨。

一些业内人士质疑， 从
1988

年到
2008

年，

即便是每年都按照
21

万吨足额生产，也就开采
了
420

万吨， 到
2008

年煤炭剩余储量起码也还
有

1000

余万吨，为何在改制方案中，只剩下了
229

万吨储量？

按照专业评估人士的算法， 如果以储量
1000

万吨估算， 按照当时煤炭保守利润每吨
50

元计，

1000

万吨大约价值
5

亿元，乘以约
60％

的回
采率，价值约

3

亿元，再加上“东梁煤矿”以“国

有” 身份上交
1500

万元的资源价款必须纳入转
让价格， 因此， 当时东梁煤矿的保守价值应为
3.15

亿元； 即便是改制方案中所称的
229

万吨储
量计算，东梁煤矿至少也值

8500

万元。

尚未挂牌出售转让结果已出
记者调查发现， 除了转让价格，“东梁煤

矿”转让过程中还疑点丛生，令人费解：

———煤矿还未挂牌出售， 转让的结果就已
出来。

2007

年
12

月
15

日，“东梁煤矿”作出了《朔
州市平鲁区东梁煤矿改制方案》。其中最后一段
写道：“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在省级经济类
报刊公开披露了产权转让信息， 在公告期内只
有徐海福同志一人参加竞买。 最后以人民币
10000

元转让价格成交， 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
《产权转让合同》， 受让方已一次性付清转让价
款并上缴财政。”然而，事实上山西省产权交易
中心挂牌公告的时间是

2008

年
1

月
31

日，《产权
转让合同》签订的时间是

3

月
4

日。这份《改制方
案》居然能将几个月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如竞买
者、价格等等预料得分毫不差！

———企业改制方案还没作出， 政府同意该
方案的批复就提前

2

个月作出。《改制方案》的作
出日期是

2007

年
12

月
15

日， 而早在
2007

年
10

月
16

日《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政府关于对朔州市平
鲁区东梁煤矿企业改制的批复及资产确认的通
知》中，已对两个月后作出的方案进行了批复：

“你局呈报的《朔州市平鲁区东梁煤矿企业改制
方案》区政府经研究批复如下……”

———两份文号相同的批复文件，关键内容
却有差异。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东梁煤矿”转
让成功后的批复文件居然有两份，名称完全相
同，落款时间也一样。但认真研究却发现其关
键内容存在不同。一份写着：“针对该矿实际情
况……出售给受让方徐海福同志。” 另一份写
着：“针对朔州市平鲁区东梁煤矿资产转让既
成事实的实际情况……出售给受让方山西朔
州泰安煤业有限公司。”另外，东梁煤矿产权转
让合同也有两个版本。一份的受让方是山西朔
州泰安煤业有限公司，另一份的受让方则是徐
海福个人，且两份合同的具体内容、格式都不
相同。

对于这起产权转让事件中的种种蹊跷，记
者多次试图联系平鲁区相关领导以求真相，但
他们都以种种理由不接受采访。

（据新华社太原
5

月
20

日电）

透视部分地区菜价波动现象

今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菜价波动十分明
显， 然而统计数据却与百姓的感受不对称；在
不少情况下，菜价上涨菜农并不受益，吃菜一
年比一年贵， 为何出现这些现象？ 记者在鲁、

浙、赣等地区进行了调查追踪。

统计数字猛跌，百姓感受不彰
从统计数字看，近日来蔬菜的总体批发价

格和
5

月初相比有了大幅回落。 在北京最大的
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目前的蔬菜总体
平均价格与

5

月
1

日相比， 降幅已达到
20％

左
右。以西红柿为例，

5

月初新发地市场的西红柿
批发价达到每

500

克
2.2

元，到
5

月
16

日这一价格
跌到

1.45

元，跌幅接近
35％

。然而，很多买菜的
人却感觉不明显。

记者在长椿街附近的一个菜摊上碰到了前
来买菜的北京市民李阿姨，她对记者说：“电视上
都说菜价大跌了，我天天买菜，为什么感觉不到
跌了那么多？西红柿五月初就是

3

元多一点，这几
天还是

3

元。”在杭州、南昌等地，不少市民的感受
也大致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浙江省农业厅首
席蔬菜专家赵建阳说，一方面原因是发布的监测
数据多为批发价格，而和老百姓感受最直接相关

的是零售价格；另一方面跟农产品的流通方式相
关，从“菜园子”到“菜篮子”存在过多的中间环节，

利润层层剥皮，价格层层加码。每道环节为了保
证自身利润，涨价及时、降价却滞后。

“从‘菜园’到‘菜篮’往往要经历菜农
－－

菜贩
－－

批发市场
－－

零售
－－

消费者这些环节， 甚至还要多。

每道环节都想利润最大化，自然就涨起来快，降下
来却非常慢。” 长期从事农产品流通的浙江省农华
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慧智说。

菜价一路上涨，菜农并不增收
在“蔬菜之乡”山东省寿光市，稻田镇西刘

营村菜农刘明山家里种了一亩半地小黄瓜，他
告诉记者，今年菜价是很高，但种菜利润并没增
加。“小黄瓜春节价格最高时卖到了每斤

9

元钱，

但当时天气冷、产量少，一个大棚一天只能摘三
四十斤。 尽管这几天价格跌到了每斤

1

元钱上
下，但产量上来了，赚的反而比

9

元一斤时多。”

接通浙江蔬菜种植户蓝小波的电话，一听
是谈菜价问题， 蓝小波马上对记者叹了口气：

“哎，你们都说菜价‘发高烧’，实际上我们种菜
的一点好处没捞到，因为天气不好，价格上去
的时候产量下来了啊。我地里的苋菜因为倒春
寒减产了两成以上， 价格最高的时候卖到

5

元
一斤，但一茬菜下来利润没增加。”

菜农们告诉记者，因为没有定价权，因此

自己并没有办法在蔬菜价格上涨时锁定利润。

相反一旦菜价下跌或者是出现卖难的情形，亏
本倒是常事。

刘明山对记者说：“菜价多少不是我们菜
农说了算， 因为摘下的菜必须赶紧卖出去，否
则就坏了。菜贩子收多少钱一斤我们就卖多少
一斤，菜农的利润菜贩子说了算。”

浙江省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农业园区负责人
对记者说：“打个比方吧，我们种的菜卖到两元钱
一斤时，菜贩到菜场上每斤要加一元五角钱卖三
元五角；菜跌到一元一斤的时候，经过菜贩子几
道倒手后， 卖出去时每斤还是要加一元五角。菜
价无论大涨还是大跌， 利润永远有保证的是菜
贩，种菜的和消费者则占不到便宜。”

普通百姓吃菜，一年贵似一年
一位杭州消费者告诉记者，总体上感觉吃

菜是一年贵似一年。 这位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去年这个时候青菜
2

元左右，今年要
2.5

元。茭白
去年

3

元一斤，今年要
4

元。家里三口人吃饭全买
素菜的话，去年

10

元钱就够一顿饭，今年要多花
两三元钱。”

农业部门人士分析说，除社会总物价水平
在上升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蔬菜生产成本在节
节攀升。在浙江嘉兴，有蔬菜种植户给记者算
了笔账，土地价格每年都在上涨，城郊适合种

菜的土地流转价格每亩达到了上千元。今年以
来，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也上涨很快，整个
成本比去年提高了差不多

20％

。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经济研究室
李崇光教授的研究显示，自

2003

年后我国大中
城市蔬菜每亩平均生产成本增长迅速，目前每
亩平均成本已超过

2200

元，跟
2003

年相比增加
了
70％

左右，远高于同期蔬菜净收益的增长速
度。

“尽管进入
5

月份以来，随着天气好转，各地
菜价都明显回落，但主要蔬菜品种相比去年同期
仍高出一到两成，这就是成本烘托的结果。”

浙江省农业厅首席蔬菜专家赵建阳称，成
本上涨对菜价的影响是刚性、不可逆转的。

集约化程度低，产销成本过高
农业专家指出，透过菜价波动背后的怪现

象可以发现，当前百姓“吃菜贵”并非全是“天
气原因”， 还同当前粗放的蔬菜小生产体系有
关。因为小生产的涨价因素多，多层流通环节
也会抬高菜价。

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
健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像抓粮食、抓生猪生产一
样，加大对蔬菜生产的扶持力度。把城市建设征
用菜地时收取的蔬菜基地补偿金， 真正用于发
展新的蔬菜生产基地。

赵建阳建议：“通过发展形式多样的蔬菜专
业合作社， 提高菜农组织化程度以及和市场对
接的能力。 政府可以考虑在蔬菜产销中如何提
高超市的积极性，开展农超对接，尽量减少中间
交易环节，保证菜价合理涨跌。”

（据新华社北京电）

□

新华社记者张道生赵仁伟林艳兴

三 问 平 鲁 区 政 府

———山西平鲁“1万元煤矿转让事件”追踪

5

月
20

日新华社播发《令人费解的“产权转
让”———山西平鲁一价值数亿元企业以一万元
卖给个人引发争议》一稿，披露了朔州市平鲁
区煤矿改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稿件发出
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平鲁区政府

22

日
深夜在当地政府网站上作出“回应”，对记者报
道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为进一步澄清事实， 记者
24

日下午再次来
到平鲁区追踪调查，采访了区政府和区国土、财
政、经贸、安监等部门负责人，并于

25

日在北京
邀请国土资源部门权威人士和专家对此案进行
评析，发现平鲁区政府在“

1

万元煤矿转让事件”

中，不仅存在违反国家政策的问题，还存在煤矿
办证和改制等文件造假等行为。

一问：东梁煤矿到底价值多少？

记者
20

日报道中请专业评估人士以
1000

万吨的储量估算出东梁煤矿的保守价值是
3.15

亿元。对此，平鲁区政府在“回应”中称，这种算
法“不科学”。

转让为何不评估———

东梁煤矿究竟值多少钱，科学的答案首先
取决于合法的评估。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
让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转让国家出资勘查
所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必须进行评估。”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有
产权转让需进行资产评估，评估报告是转让价
格的参考依据。

就此，国土资源部咨询中心副主任李裕伟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矿权转让中，如果采矿
权在政府手中，就应由政府主导招拍挂，出让
到矿业权人手里。 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来说，

要进行有效监管，即出让是否合理，是否涉及
国有资产流失等。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副秘书长王四光说，

法规明确规定转让国家出资形成的探矿权、采矿
权，必须依法进行评估，并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
管部门对其评估结果依法确定。现在有个别地方
政府不经评估就转让，这是违法的。

既然评估是国有产权转让的前提，那么东
梁煤矿转让过程中是如何做的呢？平鲁区副区
长罗瑞及多位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承认“没有对采矿权进行评估”，并说“没算过，

不好算，很难算”。

专家认为，没有评估就转让，东梁煤矿改
制首先违背了国家法规， 为国有资产被贱卖埋
下了伏笔。按照平鲁区的“回应”，东梁煤矿改制
中“

1

万元”转让价是“总资产”减去“总债务”，其
总资产中并没有包括最重要的采矿权。

储量到底是多少———

国土资源部储量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矿产
企业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储量。 而关于东梁煤
矿的资源储量出现了多个版本， 来自山西省煤
炭资源管理委员会等多个部门

1988

年的数份文
件显示，东梁煤矿煤炭储量为

1511

万吨；另一份
出自平鲁区国土资源局的《关于平鲁区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矿井明细表》 显示，“东梁
煤矿”保有资源储量为

3400

多万吨；然而，在东
梁煤矿改制方案中， 这个数字仅为

229

万吨。对
于如此大的误差， 平鲁区经贸局纪检书记魏志
勇承认：“改制方案中的东梁煤矿储量

229

万吨
写错了，是自己的工作疏漏，按照

2005

年底的数
据，东梁煤矿的总储量应该是

3400

多万吨。”

采矿权究竟该怎么算———

对于记者报道中提及的山西业界通用的
“吨煤利润率”算法，长期跟踪研究煤炭法律政
策的山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高剑生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这是评估煤矿资源价值一种
作价方法，没有什么问题。”

也有专家认为，这种方法过于简单。王四
光说， 矿产储量价值评估受多种因素影响，具
体到煤炭而言，如煤层深度、开采厚度、煤质情
况、环境因素等，估算方法有折现现金流量法、

可比销售法、收入权益法等，国际上通行采用
的是折现现金流量法，但这要依据地方政府及
相关部门提供的具体数据进行计算。

平鲁区政府的“回应”称：“东梁煤矿已经
缴纳

1000

万吨的采矿权价款，也只能转让
1000

万吨的采矿权，……即该矿采矿权只有
2250

万
元的价值。”

有关专家认为，“回应” 存在两大问题：首
先违背当时适用的《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
行办法》第七条规定：“采矿权原则上不能分割
转让”。其次将采矿权和采矿权价款混为一谈，

前者是采矿人的法定权益，后者是山西省另行
征收的费用，以采矿权价款计算采矿权转让价
值，违背国有产权转让的定价规定。

山西省煤炭勘察院有关专家表示，即使徐海
福只获得

1000

万吨煤炭开采权，乘以当时吨煤的
保守利润

50

元（按当时煤炭市场价，山西省吨煤
利润一般超过

100

元），“东梁煤矿价值数亿元没
有任何问题”。而如果按照总储量

3400

万吨估算，

东梁煤矿的资源价值要大得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东梁煤矿此次采矿
权转让合同中，采矿权转让价款的问题没有提
及。这违背了《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
法》第十九条“采矿权价格应计入被转让的企
事业单位资产总额”的规定。

二问：集体煤矿“被国有”是否违反国家政策？

对于东梁煤矿“集体”变“国有”的问题，平
鲁区政府在“回应”中称：“东梁煤矿由集体变
为国有，有非常清晰的演变过程，根本不存在
价值数亿的集体企业被莫名其妙的国有化这
种情况。”平鲁区政府提供的依据主要有三个，

一是东梁煤矿
1994

年由“军办矿”移交地方，所
以应是国有的；二是

1997

年
2

月
1

日平鲁区政府
以“平政发〔

1997

〕

10

号”文件明确了东梁等五
座煤矿资产属国有， 乡镇管理变为区统一管
理。三是相关法院对东梁煤矿的国有性质已经
有了生效判决。

然而，记者调查和咨询当时的国家政策发
现，上述依据明显站不住脚。

1993

年《国务院关

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规
定：“不得利用行政手段随意平调乡镇企业财
产、改变隶属关系或者变更企业性质”。根据这
一精神， 山西省委办公厅

1994

年
41

号文件强
调：“原军队与乡、镇、村、农民投资兴办的煤
矿、焦化厂、煤焦发运站等移交地方后，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平调属于乡镇企业的财产，不改
变其乡镇企业的隶属关系。”同年，平鲁区政府
下发

10

号文件， 对东梁煤矿等“企业性质”写
明：“接收后的原军地联办煤矿均为股份合作
制企业”“接收后的企业全部隶属乡（镇）人民
政府管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平鲁区政府
1997

年
又下发

10

号文件，说东梁煤矿为“国有”，这等
于否定了

1994

年自己下发的文件，也明显与当
时国家有关政策相违背。

平鲁区政府向记者表示， 东梁煤矿此次产
权转让，是根据相关法院判决认定“国有”为前
提的。而记者查阅发现，相关法院的判决又是根
据平鲁区

10

号文件认定为“国有”。这样，区政府
和法院就陷入“相互作为依据”的怪圈。

不仅如此，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平鲁区
以
1

万元将东梁煤矿卖给徐海福， 在合同上存
在“公有变私有、左手倒右手”现象。记者查看
当时东梁煤矿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发现转让
方“甲方”是平鲁区东梁煤矿，最后签字的法定
代表人是徐海福；而受让方“乙方”是山西朔州
泰安煤业有限公司，最后签字的法定代表人还
是“徐海福”。 记者在山西省工商局查询了解
到， 泰安煤业实际上是东梁煤矿名称变更，山
西省工商局

2006

第
2049

号文件显示，工商局核
准了煤矿名称变更为山西朔州泰安煤业有限
公司。因此，东梁煤矿转让实际上就成了公有
变私有、左手倒右手。

“自己卖，自己买”，高剑生认为，这种“狸
猫换太子”的手法，实际上是将国有资产转让
给利益相关者的一种关联交易，是违法和无效
的。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秘书长、研究员柳中勤
表示，这种手法暴露了企业产权转让过程中程
序极不规范的问题，很多国有资产就是在这种
交易中流失的。

三问：改制程序的漏洞为何避重就轻？

记者在
20

日报道中指出此次转让过程存
在三大程序漏洞：“煤矿还未挂牌出售， 区政
府的转让结果就已出来”；“企业改制方案还
没作出，区政府同意该方案的批复就提前

2

个
月作出”；“两份文号相同的批复文件，关键内
容却有差异”。平鲁区政府在“回应”中，对前
两个至关重要的违法和违规之处避而不谈，

只是针对第三点质疑， 把责任推到山西省工
商局身上，模糊地声称是“根据省工商局的要
求，对原有文件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从
而出现了文号相同但前后文件在内容上不一
致的情形， 并不存在任何违规改制和暗箱操
作的情况”。

事实到底如何？ 记者在此行调查中再次追
问，平鲁区政府负责人仍然没正面作答，只是笼
统地将之归纳为“改制文件时间、内容、程序的
不一致”。区安监局局长刘保平等人解释说：“当
时到省工商等部门办理手续时， 因为一些文件
和省里具体要求不一样， 不符合省里各部门的
要求，而作出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显然，东梁煤矿转让过程两大关键环节是
否违规操作、“先斩后奏”？ 平鲁区政府至今没
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其所谓“不存在任何违规
改制和暗箱操作的情况”的“回应”也很难令人
信服。

除了程序上的漏洞，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
现，平鲁区在东梁煤矿改制过程中存在煤矿办
证和改制等文件造假等行为。

区政府法律顾问赵悦等人举例说，办采矿证
等手续必须有“国有职工”， 东梁煤矿没有就作
假， 在有关文件和申请报告中称有国有正式职
工。区财政局长冯海清等人表示：“严格讲，这样
做是不对，不太严肃，肯定有问题，但有客观原
因，没有办法，否则就办不了证。”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本期聚焦

□

新华社记者张羽宋振远叶健
陈芳任芳孙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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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政府在网
上公示的一份经济适用房申购名单，引
发了轩然大波。 经济适用房分配名单中
为何出现大批领导干部的身影？ 本应针
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的经济适用房， 如何
又成为“定向”供应公职人员的房子？记
者为此赶赴眉县进行了追踪调查。

一份名单引发的争议
5

月
20

日，在位于眉县县城美阳街东
段的“城市美景”小区项目所在地，记者
看到这里还没有大规模动工的痕迹。如
果不是通过其墙体上的一个大型广告
牌， 人们很难知道这里就是眉县首个大
型经济适用房小区的拟建地点。

记者从眉县建设局了解到，“城市美
景” 项目由陕西聚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 占地面积

208

亩，

规划总户数
1838

套， 其中经济适用房
1548

套，配建廉租房
290

套。项目分两期
建设，其中一期为

610

套，小区已于
2010

年
4

月
12

日举行了奠基仪式。

同样在
2010

年
4

月，眉县住房保障中
心开展了“城市美景”项目一期

610

套经
济适用房的申报工作， 并将先行申报的
434

户申购者在县政府网站上公示。就是
这份公示名单，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质疑。

引发质疑声浪的是一篇名为《眉县
经济适用房中的局级干部有多少》 的帖
文， 发帖人称自己在眉县政府网站上发
现有一份经济适用房名单在公示， 就按
照政府网站提供的部门信息搜索了一
下， 结果在名单中发现了不少县上各部
门的领导。 这名发帖人随后将一部分名
单中的领导加注了职务后贴到网上。

在发帖人列出的
233

名申购者中，担
任各部门和单位领导的有

40

多位， 其中
不乏单位的一把手。一石激起千层浪，这
篇帖文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 有知情网
民在跟帖中还加注了名单中某些领导拥
有住房的情况， 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住房
困难群体， 许多网民对公示名单中的申
购者多为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提出质疑。

三大“关键点”让经适房“走样”

据眉县建设局局长陈安平介绍，

2007

年以来，眉县房价上涨较快，县城商
品房平均价格从

1000

多元涨到目前的
2600

元左右，老百姓意见很大，与此同时
县上组织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县城镇居民
需房数量在

7000

户以上。 为了缓解中低
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眉县决定启动新一
轮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建设。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城市美景”

项目在申购对象、建设方式、套型面积等
三大“关键点”与国家有关经济适用房的相关规定大相径庭。

虽然国家规定经济适用房的购买对象为中低收入困难
家庭，眉县政府有关部门也明确表示“城市美景”是为城镇
低收入家庭打造的经济适用房小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记者在眉县建设局出台的《关于城市美景小区经济适用房
销售方案的通知》中看到，在“供应和销售原则”一条中规
定，首批分配供应的数额按照各乡镇（含社区）、各部门（含
基层单位）在册正式工作人员（含离休人员）数量确定。在
“供应分配对象和条件”一条中规定的购房条件包括：“各乡
镇机关、各部门、各系统在册已婚工作人员”“夫妻双方均为
眉县城镇非农户口”“城镇无住房或城镇人均住房不足

14

平
方米家庭”“县政府确定的其他应享受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对
象”等

4

条。

在采访中，眉县有关部门承认，首批分配的
610

套经济适
用房中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占了绝大多数， 而分
配给城区两个社区居民的名额只有

22

套。对此他们的解释是，

眉县作为县城，其居民主体就是各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而且
他们平均

2000

多元的月收入在当地来说比较低， 且有很多确
实属于住房困难家庭。

陈安平说，眉县的“城市美景”项目从建设方式上来说其
实并不算真正的经济适用房， 例如其土地就不是采取划拨形
式，而是以每亩

17

万多元的价格从农民手里征的地。同时今后
建设也将采取开发商垫资先建， 到一定程度后购房者分期交
款的类似于集资建房的模式。而当初采用“经济适用房”的名
义，主要是考虑到可以利用经济适用房的相关优惠减免政策，

尽量降低“城市美景”项目的建设成本，从而降低干部职工的
购房负担。

记者还发现，“城市美景” 项目最初确定的户型面积为
48

平方米到
135.4

平方米，这与国家规定差距很大。对此眉县建
设局的解释是，在推出“城市美景”项目之前，他们对干部群众
做过广泛调查， 结果大多数需求集中在

100

平方米到
120

平方
米之间，据此他们在初步设计时提出了一些大户型的方案，以
满足购房户的需求。

惠民工程不容打“擦边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城市美景” 小区未来的房价在一些
干部群众中的说法是每平方米

1600

元到
1700

元之间， 这个价
格大大低于眉县目前各小区在售商品房的平均房价。

在距离“城市美景”小区不远的一处在售商品房小区，售
楼人员告诉记者，

2009

年
10

月这个楼盘开盘时多层住宅的售
价是每平方米

1900

元左右，现在已经达到
2600

元左右，而高层
住宅的房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

3000

元以上。

眉县一些干部群众表示，相对较低的价格，使得“城市美
景”小区的房子可能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干部说，经济适用房的发售，使得一些本有房子又买到经
济适用房的人今后可以加价倒卖。 他所在的单位就有一个领
导自己有房子，这次也进入了申购名单，相当于有了一次低价
购房的机会。

对于此次公示名单中出现的众多单位领导， 眉县住房保
障中心主任师永雄表示， 各单位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选和产
生办法由所在单位自行决定， 单位初审并公示后上报县住房
保障中心并公示， 无异议后再由县住房保障领导小组审核确
定为购房对象。 目前的这份公示名单就属于县住房保障中心
二审公示阶段，并不是最后的结果。

师永雄说， 他们在审核时注重的是申购者是否符合经济
适用房购买条件，而没有考虑其是否是领导干部，因此对此次
申购中到底有多少领导干部并不掌握。 但此次公示名单引发
的争议， 也说明他们当初在审核时忽视了购房者的职务和身
份因素，这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认为， 眉县推出的经济适
用房有变相福利分房之嫌， 而分房范围集中在公职人员则在
很大程度上侵犯了普通群众的利益。 当前在国内一些地方政
府利用经济适用房的名义行福利分房或集资建房之实的现象
屡有发生，对这种打“擦边球”的行为应该坚决制止，并通过加
强监管和更为完善的政策设计杜绝这类行为， 防止一些地方
打“擦边球”使惠民工程“打了折扣”。

（据新华社西安
5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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